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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与
此不同，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导向是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道
如何”与“知道如是”的形态上的区别，以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
背景。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式，尤其影响着
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进入现代，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发点与所借助的
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的思考以及所产
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合。
关键词　中西知识论　知道如是　知道如何　“力行”知识论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研究中西知识论的不同，包
括从其形态上的不同，引出相关方面的分析———认
识的目的性、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等，借此
一方面可使我们对中西知识论的历史状况有所了
解，另一方面也可促使我们引发对如何借用现有思
想资源来发展中国知识论的思考。
一、中西知识论的不同形态
在笔者看来，总的说来，中国知识论的形态属于
“知道如何”（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的范畴，西方的知识
论则属于“知道如是”（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的范畴。这
一区别是英国哲学家赖尔提出的。在《中国哲学的
“力行”知识论》一文中，笔者曾介绍了赖尔这方面的
有关论述。简言之，“知道如是”指的是一种命题知
识，也就是知道某事是如此这般的。“知道如何”则
主要涉及的是知道如何行事，也就是“知道如何去完
成各种任务的问题”。在分析了中国的知行合一的
知识论与赖尔的“知道如何”的一些相同性后，笔者
提出，可以将传统中国的知识论归入“知道如何”的
范畴。尽管用这一概念来指称传统中国的知识论并
不完全贴切，但如果将其内涵添加上道德行为的意
味，我想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这里让我们以中国古代的主流哲学———儒家为
代表，来对我所说的传统的“力行”知识论进行一番分
析。在儒家那里，“知”的概念被区分为两个层面上的
认识，即“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乃物交而
知”，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后者“不萌于见闻”①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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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于见闻”①，属于内省的思维阶段。之所以有“德
性之知”的说法，应当说与儒家将认识看作是一种追
求有关“善”的理念的目的有直接的关系（对此我在下
文还要做进一步论述）。对于这一点可做如下的论
证。如同董仲舒说的：“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
也”②，以及朱熹所说的，圣贤之知不应当像普通的
“世人”那样，“止于见闻之狭”，而应当“尽性，不以见
闻梏其心”，以达到穷尽天理的目的③。
到了王阳明那里，“知”的概念更是完全被归结
为“德性之知”意义上的道德之知。他把“良知”概念
与“闻见”区别开来，认为“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
见”④，并把二者的关系解释为“知”与“用”的关系，
断言“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⑤。
进而，王阳明以“良知”的概念来替代“德性之知”，声
称：“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
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
矣”⑥。这就从根本上把“知”的概念限定在道德伦
理范畴之内。他并且要求用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
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主张知行合一，扬善
去恶，格去心中之“非”。这样，儒家的“致知”概念、
“德性之知”的学说，到他那里就成为一种道德反省
与道德实践的理论。据此，我将传统中国的知识论
冠之以“‘力行’的知识论”之名。
虽然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对“致知”的论述有些
不同，但他们将它看作是一种道德之知，却是没有多
大差别的。因此，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
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
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
与此不同，知识论作为西方哲学的四大主干之
一（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始终处于
哲学思考与研究的中心。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哲学思
考对象主要是道德伦理问题，那么到了柏拉图那里
则出现了一个转向，使形而上学与知识论问题成为
哲学的核心。柏拉图已经明确地关注现代意义上的
“知识论”。在他的一些著作中已以对话的方式，展
开了有关“什么是知识”的专门探讨，对“知识”的定
义进行了反复斟酌，把它解释为包含着“真”、“相信”
以及“确证”（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这三个要素，即知识乃是
得到确证的真信念（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ｔｒ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尽管在
当时的柏拉图那里，真与相信这两个要素是确定的，
而对于知识的第三个构成要素到底是什么，是“解
释”还是其他要素，柏拉图并不是太明确。
柏拉图对西方知识论的决定性影响无疑是在他
的知识定义上。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即１９６３年，
著名的“葛梯尔问题”的提出，针对的就是柏拉图的
这一定义。它以反例的方式挑战了这一定义，表明
即使满足了该定义的“真、相信与确证（理由）”这三
个条件，人们所获得的仍然可能不是知识。“葛梯尔
问题”提出之后，知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知
识论学者们争相提出各种解决方式，意在修补柏拉
图定义的“篱笆”，以求获得一个更为完满的知识定
义，由此也相应产生了一些新的有关知识的性质与
方法的解释，如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等。
由上所述，西方知识论的发展有其明显的承继
性，或者说是有其发展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导向是
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当然，在这总的
传统之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学说或流派。从大的
方面说，包括“经验论”与“理性论”，后者后来进一步
演变为“先验论”等等。
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怀疑论”。虽然怀疑论所
假设的“恶魔问题”、“缸中之脑”等，都属于纯粹理论
上的设定，但它们在知识论研究上却起到了一种“推
手”的作用，也就是它们把知识论的问题推入一种更
为复杂、近乎极端的语境，迫使哲学家们去进行更为
深入的思考，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从笛卡尔提出
的“恶魔问题”，以及康德将未能解决怀疑论问题视
为哲学的一种“耻辱”，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大哲学家
们是如何重视怀疑论的作用的。
比较起来，西方知识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它们能够从思维的内容中抽离出思维的
形式，从而能够从形式方面来研究认识问题，研究认
识在形式上的正确性（如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
的形式规定在认识上的条件根据作用（如康德的“经
验判断的原理”）。认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探讨，
同时也促进了共相与殊相、本质与现象等一系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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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的探讨。这与传统中国的知识论形成强烈的
反差。中国古代知识论中与此比较接近的是有关
“名与实”关系的论述。它们所说的“名”，指的是“概
念”，这属于思维形式方面，但“实”指的却是实在、实
际、事实，并不是思维的内容（如“表象”之类的），而
是外部世界的事物。例如，墨子所说的“以名举实”，
指的是根据外部事物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名
称①。荀子的“制名以指实”，也是指的名称与事物
的关系，只不过他主要是出于道德与政治方面的考
虑，也就是如何通过制名来“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
异”②。因此“名实”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思维形式
与内容的关系。
其二，通过对认识的来源、有效性与界限问题的
探讨，区分开经验知识与非经验知识（包括先天知
识）的差别，探究了经验知识的有效性条件，包括主
体认识能力方面的条件，如感性、知性、想象力、判断
力、理性等，以及思维规则方面的条件，如综合判断
所依据的原理等。对经验知识范围的界定，使得在
知识论上区分了“知”（ｋｎｏｗ）与“思”（ｔｈｉｎｋ）、“可
见”与“不可见”的对象的不同，以及相应的认知方式
的不同。不过，是否凡是不可见的就一定是不可言
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按照康德的界定，“知”是需
要以感觉直观作为质料的，或者说是以“现象”为基
础的。反之，“思”则不需要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
思考上帝、灵魂等对象或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
思考需要有经验方面的支持，需要受经验方面的条
件的限制。
其三，通过对“事实”与“价值”的性质与关系问
题的探讨，辨明了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
相应地产生了认识的“价值中立”原则，以及相反的
主张，即价值是不可能中立的，任何认识都是受到一
定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的，事实中隐含着价值。事实
与价值问题的辨析，直接关涉到对历史与社会的认
识如何可能以及如何达到客观性的问题。
二、中西知识论在“致知”
观念上的差别
　　中国传统知识论与西方知识论的差别，首先源
于中西知识论在“致知”观念上的差别，其根本之处
在于各自所追求的目的不同。中国知识论的目标主
要是求“善”，西方知识论是求“真”。知识论意义上
的“真”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只能说是触及
到而已，并没有真正进入知识论的话语中。古代汉
语中虽然有“真”这个词，但它的基本涵义是道家的
“本真”即自然、淳朴无邪的概念。尽管朱熹曾有“真
实无妄”之说，但他所说的“真实”，指的是“不欺”、道
德上“诚实”的意思，并没有出现在“真值”意义上的
探讨与界定。
之所以说中国知识论的目标是求“善”，这可以
儒家的有关经典论述为证。《大学》中的“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般被认为是儒
家思想的纲要，即“三纲八目”。其中“八目”里的“致
知”一词，依其上下文的联系不难得出，它主要指的
是在“诚意正心”的道德修炼要求下的求知主张，即
对道德知识的追求。汉代经学家郑玄在《礼记·大
学注》中所做的注释就写明了这一点：“格，来也；物，
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
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知，谓善恶
吉凶之所终始也”。这里，郑玄把“知”解释为与“善
恶”这样的道德事物、与“吉凶”这样的人生境遇相关
的东西，或者也可以说，他把“知”的对象解释为是道
德事物与人生境遇。到了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相
关注释依然延续了汉代郑玄的说法。他在《礼记·
大学疏》中写道：“物格而后知至，物既来则知其善恶
所至。善事来则知其止于善，恶事来则知其止于恶，
既能知至则行善不行恶也。”这里比起郑玄来，孔颖
达更是把“致知”完全限制在“善恶”的范围，而去除
了“吉凶”这样的人事境遇。
到了宋代，理学家们对“致知”解释的一个共同
之处，是把它界定为对“道”或“理”的追求。例如，程
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
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
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③又说：“莫先于
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
‘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
理。”④这里，程颐强调的是格物致知的目标是要“穷
致其理”。同为宋代大儒的朱熹也是如此。他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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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的一段著名的论述是：“盖人心之灵莫不有
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凡天下之物，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
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
之至也”①。在这里，朱熹同样把格物致知解释为追
求事物的终极之“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程颐与
朱熹把这样的“理”说成是“天下之物”的理，似乎也
包含着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但若从朱熹所说的“存天
理，灭人欲”来看，他们的“天理”是与“人欲”相对的，
因此虽然也不排除他们所说的“理”包含有自然事物
之理，但就其基本涵义而言，主要指的还是道德伦理
方面的“理”。特别是当程颐论及“致知在格物，格物
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时，他亦是把“格物”
看作是一种在本心之上用力的内省工夫，而这显然
就不是什么自然事物之理，而是道德之“理”了。
儒家的“致知”指向道德之理，这样的目的性到
了明代的王阳明心学那里，就更加凸显了。前面提
到，王阳明直截了当地把“知”等同于道德之知，也就
是“良知”。他这方面的论述还有许多，例如：“若鄙
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
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
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
与理而为一者也”②。在这句话中，王阳明明确提到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他并且断言除了良知
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知”了，甚至宣称“外致知
以为学者”乃是所谓的“异端之学。”王阳明在传统中
国知识论上起的作用，就在于通过他的倡导与推行，
“知行合一”的学说成为中国知识论的典型学说，“知
行合一”的概念成为中国知识论的典型代名词。
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
就把求“真”作为认识的目标。在这方面，柏拉图的
哲学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前面提到了“知识是得到
确证的真信念”这一三元定义，这一定义至今仍然继
续沿用着，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知识定义”。它明确
地以求“真”为目标。此后亚里士多德对什么是“真”
做出符合论意义上的界定，即“凡以是为是者是真
的”。亚里士多德并且发明了“形式逻辑”，这为西方
知识论提供了有力的逻辑工具上的支持。
西方知识论后来的发展一直朝着求真的方向，
与之相伴随的是对于知识的属性的认识。在近代哲
学那里，知识被看作是确定的、客观有效的、普遍必
然的。相应地，如何获得真以及这些属性就成为知
识论的解释所努力的目标。即使在形而上学色彩浓
厚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也在批评亚里士多德逻
辑只涉及思维形式，不关涉思维内容的基础上，努力
建立起一种能够为经验认识提供普遍必然性与客观
有效性的条件的“先验逻辑”。在康德那里，西方知
识论对求真目标的探讨，深入为对知识如何获得客
观有效性与普遍必然性的可能性条件的探讨。这表
现在康德提出了“纯粹数学”与“纯粹物理学”如何可
能的问题，并由此探讨它们的可能性的条件。他围
绕“直观”与“概念”这两个认识的基本要素如何结合
的问题，分析、论证了认识能力与认识规则两个系列
方面的条件。作为一种“先验哲学”，康德重在阐明
认识的“先天”（ａｐｒｉｏｒｉ）方面的条件，包括作为直观
形式的空间与时间，作为经验判断的规则条件的先
天范畴以及由其所引出的综合判断的原则。
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康德知识论的这一思路
与休谟的不同。康德求“真”的思路是从知识判断的
属性———客观有效性与普遍必然性出发，来寻找它
们的可能性的条件根据，也就是如何借助概念来对
感觉质料进行有效综合的问题；而休谟则是从“信
念”（ｂｅｌｉｅｆ）的角度来探讨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对于
休谟而言，认识的真假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主体
“相信”与否的问题，是可信度如何的问题。这种可
信度的高低是与知觉的强烈与活泼程度相关联，以
及与我们想象观念的形式相关联的③。依照这样一
种思路，休谟得出的结论是，“理性永远不能使我们
相信，任何一个对象的存在蕴含另一个对象的存在；
因而当我们由一个对象的印象推移到另一个对象的
观念或信念上时，我们不是由理性所觉得，而是由习
惯或联想原则所决定”④。休谟之后，罗素也曾从信
念的“可信度”方面来解释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以上
所说的，从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或者是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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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可信度方面来探讨知识的条件问题，属于在当
代分析的知识论出现之前，西方知识论的两种主要
研究路向。
在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
物———费希特与黑格尔，都继续朝着康德的通过改
造逻辑学来重建知识论的方向努力。黑格尔对康德
的逻辑思想的批评在于，虽然康德提出的在求知之
前先考察知识的能力，将思维形式作为知识的对象
来加以考察的思想是不错的，但他没有进入到思维
范畴的本身去考察它们，没有在认识的过程中将思
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
起①。另一方面，他还批评那种将逻辑学符号化的
努力，认为人类已有丰富的自然语言的表达能力，没
有必要再去构造一种符号语言。黑格尔建立他的思
辨逻辑学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将本体论、认识论、方
法论与逻辑学四者结合起来的一种哲学体系，它深
深地影响了马克思。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作为一种主流性的哲学，分
析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同样是将逻辑工具结合进
知识论之中。在它那里，逻辑分析是“分析”的一个
主要手段，这尤其是表现在罗素著名的“摹状词”的
分析之上。当代英美的知识论基本上就是一种分析
的知识论。“葛梯尔问题”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说
也是一种分析的产物，其构造的反例表明，在满足知
识的真、相信与确证的三要素的情况下，所产生出的
结果仍然可能不是“知识”，这就对传统的知识定义
本身提出了挑战，从而引发了对新的知识定义的分
析与重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的分析的知识论
仍然是以求真为导向的。诺奇克为解决“葛梯尔问
题”所修补的知识定义，即在真与相信这两个条件之
外，补充了如下的两个条件：“如果ｐ不是真的，Ｓ就
不相信ｐ”，以及“如果ｐ是真的，Ｓ相信ｐ”②。它们
后来分别被称为知识的“敏感性”与“安全性”条件。
这可以用来作为西方的求真知识论在分析哲学那里
的一个例证。
三、中西知识论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别
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识论形态上的区别，以
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
的文化背景。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
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
式，尤其影响着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笔者在这
里做些简要分析。
１．语言文字上的差异。
汉语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它的一些文字在篆书
上的写法，如日、月、水、火（ ）等，显然是
模拟自然事物的。《易经·系辞下》中的“古者庖牺
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
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文字，虽然是
用来描绘庖牺氏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制作八卦的，但
它在中国古代的认识活动中，却是极有代表性的。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就是“观物取象”的方法。
它采取的是一种图像式的、表征性的、类比性的认识
方式。《系辞传》有“象也者，像此者也”。因此，冯友
兰说：“象是模拟客观事物的复杂情况的。”③这一方
法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中的一些极为
重要的基本概念，诸如“阴阳”、“五行”等是如何产生
的。就“近取诸身”而言，“阴阳”是类比于男性与女
性的产物；就“远取诸物”而言，“阴阳”乃是取自类比
于白天与黑夜的结果，等等。这种类比性的认识方
式的一个结晶是《易经》，它从自然界中选取了八种
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根源，这即是天
（乾）、地（坤）、雷（震）、火（离）、风（泽）、泽（兑）、水
（坎）、山（艮）。从这些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易经》是
类比于自然事物来形成某种符号、范畴的，其中最基
本的符号是阴爻与阳爻。而作为五行的“水、木、金、
火、土”，则是直接类比于这五种物质对象而来的概
念。这样一种类比性的认识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化
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其基本的思维工具，就
像中医理论所典型地表现的那样。阴阳与五行等形
成的概念系统，属于特殊类型的经验概念系统。它
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并不区分内容与形式，而是把事
物作为一种“类”来归属。
西方文字则是拼音的、抽象的文字，这也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习惯于采取一种抽象的、形式化
的认识方式。古希腊时期发达的几何学、逻辑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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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抽象形式的科学。从哲学上看，这种认识方式
的一个体现是，不论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
“形式因”、康德的“空间时间”与“范畴”，都是与内容
相对的、形式性的概念，并且它们是用来作为内容方
面的规定的根据的。
２．数学与逻辑的影响。
在古代文明里，西方显得是相当重视数学的。
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门
口所挂的一块牌子是：“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对
于西方人来说幸运的是，早在古希腊，他们就已产生
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它们
的特征是一种形式化、演绎性的思维，这培养了西方
人的逻辑推理的传统与习惯。
与之相比，中国古代虽然早在公元１世纪就有
了《九章算术》，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方程》章还
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运算法则。
在《方田》、《商功》和《勾股》章中提出了很多面积、体
积的计算公式和勾股定理的应用。然而《九章算术》
的根本缺点在于，起先它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
也没有给出任何的推导和证明。
中国亦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墨辩逻辑”，但它没
有能够充分地从思维内容中抽象出思维的形式，尤
其是判断与推理的形式，更未能将思维形式与思维
规则形成一个系统，这就使得它难以为理论性的思
维提供一种逻辑的工具。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理论
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虽然中国古代有着足以
自傲的以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这“四大发
明”为代表的技术科学，但是却未能产生出理论意义
上的自然科学。古代中国的类比性的、图像性的思
维方式所产生出的文化，其突出的代表是中医与文
学艺术。中医依据阴阳五行的概念图式形成了自己
的理论系统，而文学中的“比兴”形成了中国诗歌的
特殊表现手法，对“象”的特殊理解则形成了中国画
的独特写意方式。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直接限制着数学与
逻辑在中国古代认识活动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这就
是，它们并不能进入官学，不能进入官方的考试系
统，即科举的系统。科举作为官方选拔官员的唯一
的公开途径，其导向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由于科
举所考的科目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经典，也
就是文史哲之类的东西，而不考数学、逻辑与自然科
学方面的科目，这就导致了作为社会精英的莘莘学
子只读圣贤书的结果。如此一来，墨辩逻辑的式微
就属于题中应有之义了。与此相伴随的是，学子们
在学堂里免于数学与逻辑的训练，其“致知”的观念
与方式，也就长久地停留在经典儒家的模式中。
四、中国知识论的研究趋向
进入现代，中国知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
在介绍、研究西方知识论的基础上，继而提出自己的
学说的趋向。
张东荪是较早在现代中国专门研究知识论，并
提出自己的知识论主张的。他多方吸取西方知识论
的思想，包括经验论、理性论、康德的知识论、詹姆斯
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等。因此，他把自己的知识论称
为“多元主义”的。他出版于１９３４年的《认识论》一
书，探讨了知识的性质、主要类型、与实在的关系
（“切否”即主客相关的确实与否的问题）、知识的标
准等问题。该书的第三章“知识的切否”主要是介绍
实在论、表象论、一元论等西方的知识论流派。第四
章“知识的标准”则是介绍符合论、实用主义的观念
的效用论等西方的真理观。
在第五章“认识的多元论”里，张东荪提出了自
己的“认识的多元论”。这些主张包括把感觉所与看
作是一种“中间物”，它既非是外在的存在者，也并非
是内在于心中的东西①。虽然如此，他在理论的构
建上多是采用综合西方知识论的方法。例如，在论
述有关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张东荪明确表明，
他在直观的学说上大体采用的是康德的思想，而在
“名理”的学说上则大体采用“路易士”（Ｌｅｗｉｓ，现多
译为“刘易斯”）的主张。他的所谓“多元”，大致是一
种对西方不同知识论主张的综合。通过对它们加以
选择，尔后将其中认为合适的部分组合进自己的学
说框架中。当然，张东荪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与主张，包括对所吸纳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提出否
定性的意见。例如，他认为由于在认识的主观能力
上采取了经验的观点，因此就不必采用康德的“统
觉”说。此外，对于刘易斯的《心灵与世界秩序》一
书，他表示了四条不同的意见，如刘易斯把概念看作
０４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① 张东荪：《认识论》，世界书局１９３４年版，第４７页。
都是先验的，于是在概念与设准（或“范畴”）之间没
有了区别。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是应当设置一条
“鸿沟”来加以区别的。因为概念并非是先验的，而
是经验的，是通过对经验总括而成的，它们只是一些
“符号”，而在概念之先必须拥有的“设准”则是先验
的，等等①。从张东荪的《认识论》一书看，他并不研
究实际的认识活动，也不考虑认识中出现的问题，而
是出自对已有的理论学说的取舍。此外，他也不关
注中国哲学自己的资源，这表现在他所使用的概念，
并没有中国哲学自己的概念，即使是在讨论行为与
知识的关系上。
从西方哲学的背景下来研究知识论，这也是略
处于张东荪之后的金岳霖的路向。金岳霖也是中国
哲学界少有的写出知识论专著的学者之一。他动笔
于抗战时期的《知识论》堪称一部鸿篇巨制，全书厚
达约七百页。这部著作的主旨是要“理解”知识。金
岳霖把知识论的对象界定为是知识的“理”，它的目
标不是“真”而是“通”②，因此金岳霖认为知识论并
不是科学。这里，他所谓的“通”，不仅指的是“一
致”，而且还有“真”的意思③。
金岳霖具有较高的概念思辨能力。不过，该著
虽属精思慎辨之作，但它的一个根本毛病是没有提
出或针对任何问题。金岳霖自己说，如果说有什么
问题，那是关于“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但这样的一
个论题，未免使得该著陷于宽泛，因为在知识论史
上，洛克等人就已经详细地研究过知识的“来源、有
效性与范围”的问题，已经把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具体
化了。金岳霖在知识论所研究的问题上没有感觉，
因此造成的结果是他的《知识论》一书就像开中药铺
一样，几乎想把所有的知识论概念都罗列出来，涉及
以往知识论所能想到的诸多问题。然而，这样的探
究方式对知识论的发展也就难有什么推进。
相比之下，就金岳霖所推崇的罗素而言，他的
《人类的知识》也是一部鸿篇巨制，然而它却有着明
确的问题意识。罗素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试图以
我所能达到的最广阔的眼界来研究一个很大的问
题：既然人们和世界接触的时间短暂，观察事物又不
免带有个人偏见和局限性，那么人们又是怎样得以
获知他们的全部知识的？相信我们的知识这种信念
有一部分是幻觉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除了依靠
感官之外，还必须知道些什么？”④这一有待解决的
问题，自然就涉及到认识的主观性问题。而在罗素
看来，摆脱这种主观性的企图，已经把一些近代的哲
学家引入歧途。罗素在该书中的“序言”与“引言”中
所简单勾勒出的这些问题，已经足够清晰地使人明
了他的知识论所要做出的工作。
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
发点与所借助的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
排除其中或许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
的思考以及所产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的知识论
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
合。以上我们从中西知识论的不同形态入手，探讨
了它们之间的差别的原因，并以张东荪与金岳霖为
代表，论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发展趋向。本文的
思考最后留下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研究知识论
问题？是否知识论研究只有“华山一条路”，只能沿
着西方的概念系统与研究路向延伸下去，或是中国
传统哲学中也存在自己的思想资源？当然，就认识
的问题而言，不论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还是知识的
性质、结构与条件等，它们都属于普遍的问题，因此
对于中西学者而言都是共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知识问题具有普遍性的前提下，所能出现的
差别只是理解上的差别，语言表述上的差别，而不可
能是诸如知识的性质之类的根本差别。这就好像全
球只有共同的数学与物理学，差别只是在于哪一国
家的数学家或科学家发现了它们的定律、给出了有
效的解释而已，这样的道理对于知识论也一样适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知识
论的系列研究”（项目号：１４ＺＤＢ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陈嘉明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
学系主任、教授，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
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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